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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产权政策的有效运用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运用政策工

具分析方法和 QCA 分析方法，对 2009—2022 年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工具进行实

证分析，探究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多元路径。结果表

明：整体上我国更注重使用管理型和保护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而创造型和运用

型应用较少；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在提升我国创新能力时存在多重并发效应，具体

的组态解包括创新激励型、政府主导型、运用促进型和协同保护型，其中驱动高

质量知识产权创造并施以严格的政策保护是主要的国家创新推动力；我国在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时存在着部分管理型政策工具的失灵，并且管理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不当可能会抑制运用型政策工具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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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icienc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policies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impetuses in enhancing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policy tool method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 are appli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China's IP policy tools in the period from 2009 to 2022, to explore the multiple paths 

that IP policy tools improve China's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results implicate that 

China focuses more on the use of management-based and protection-based IP policy 

tools overall, and les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reation-based and application-based ones; 

there are multiple concurrent effects of IP policy tools in enhancing China's innovation 

capacity, further the configuration solutions of QCA are innovation-incentive, 

government-leading, application-promoting and collaborative-protection, among 

which driving high-quality IP creation under the strict protection is the main force 

boost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some management-based policy tools are unstuck, 

then the impertinent utilization of management-based policy tools may inhibit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ication-based policy tools.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tools; Innovation ability; Configuration 

analysis；QCA 

 

引言 

创新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长远发展潜力，为确保竞争优势，世

界各国纷纷制定并实施国家创新促进政策推动创新[1]。知识产权政策作为科技创

新的基本制度机制，是政府广泛应用的公共政策。2008 年我国首次颁布了《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标志着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开始进入战略化时期，之

后知识产权战略目标不断调整，政策工具作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落实的手段

也围绕着政策目标和执行计划不断地互动匹配[2]。与此同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简称 GII 指数）报告显

示，我国的创新能力排名从 2009 年的 37 位上升到 2022 年的 11 位[3]。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的推进落实是否发挥了作用？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如何相互配合支撑国

家创新发展？这是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现实问题。 

国家创新能力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学者们从政府治理[4]、教育水平[5]、科技

投入[6]等多个视角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权利界定等知识产权制度对提高国

家创新能力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契合可以为我国的科技创

新提供全面保障[7]。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将知识产权制度视为“黑箱”，较少探讨

其内部要素具体的作用机制。在考察各类知识产权政策工具时，也单是依据统计



意义上的使用数目或者比例去判断某种工具过溢或是不足，没有考虑到要素之间

的协同、互动与整合关系，尚缺乏从政策结构的视角探究何种政策工具组合与国

家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组态分析被广泛用于理解结果背后的因果复杂性[8]，认为多重影响因素间存

在互动关系，即多重并发效应，通过差异化排列组合来达到影响结果的共同目的。

鉴于此，本文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政策工具出发，以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性文件

和年度推进计划为数据样本，构建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编码体系，对 2008 年实施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进行量化分析，从组态视角重点回答

在我国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各类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组合的作用机理，深入探讨知识

产权战略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多元路径，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推进和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 

1.1.1 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内容与分类 

知识产权政策的本质是一种公共政策，这是学者们的普遍共识[9]。吴汉东提

出“知识产权政策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实施和推进的，以国家的名义，通过制

度配置和政策安排对知识资源的创造、归属、利用以及管理等进行指导”[10]。刘

华和孟奇勋通过分析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知识产权政策实践，认为知识产权

构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不仅需要法律环境，同时需要辅以相应政策工具的实施
[11]。自 2008 年 6 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以来，我国适时发布年度推

进计划，在推进计划中利用政策工具持续推进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 

政策工具是组成政策体系的元素，是由政府所掌握的，可以运用的达成政策

目标的手段和措施[12]。荷兰经济学家 Kirschen ES 最早试图对政府工具加以分类，

并整理出 64 种一般化的政策工具，Hood C 指出政策通过所拥有的信息、权威、

财力和正式组织四种治理资源处理公共问题[13]。在此框架下，政策工具从不同的

视角有多种分类方式，例如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和系统变

迁型工具[14]；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15]等。这些研究为政策工具

分析提供多种模型选择，使得政策工具的研究更加重视实证取向。 

关于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分类，现有研究一般按照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

管理、保护的维度划分展开研究[16]，其中“创造、运用、管理、保护”是《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纲要》对知识产权政策类型的划分。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颁布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绘制了未来十五年我国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的蓝图。该纲要将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保护”的基础上



补充了“服务”，将知识产权政策划分为“创造、运用、管理、保护、服务”五个方

面，所以本文按照最新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划分框架，将知识产权的政策工具划

分为创造型工具、运用型工具、管理型工具、保护型工具和服务型工具五类。知

识产权政策工具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文件，包括财政投入、税收

优惠、政府采购、投融资[17]，信息支持、基础设施、人才培训、公共服务、法律

规制[18]，运营平台建设、保护范围、法律法规[19]等等，具体政策工具如下表所示。 

表 1 知识产权政策工具 

Table 1 Policy Tool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工具类型 政策工具 说明 

创造 知识产权审查 包括知识产权注册审查，如建立专利商标审查机构和

审查官制度、优化专利商标审查协作机制等 

研发过程中的知识产

权管理 

包括优化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企业技术研发过

程中的知识产权工作等 

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 包括实行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计划，培育知识产权竞

争力强的企业，推进商标品牌建设，将知识产权与技

术标准结合等 

运用 促进产业发展 包括加强专利密集型产业培育，加强产业政策与知识

产权政策的衔接等 

专利导航 包括专利分析与预警，重大科技经济活动的知识产权

评议，专利的行业分析等 

转化运营 包括建设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促进知识产权商业化运

用，完善科技成果权益分配，建立知识产权转移转化

机构，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知识产权交易等 

金融服务 包括知识产权的资产评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开展

知识产权金融保险等 

管理 文化建设 包括培养公民的行为习惯，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加

强宣传教育，打造知识产权文化传播平台等 

人力资源管理 包括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和培养，知识产权进行培训，

提升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的素质，加强知识产权学科和

学位建设等 

企事业知识产权管理 包括实行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企事业知

识产权管理的标准化等 

战略实施和保障 包括实施分项规划，加强地方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区

域知识产权战略等 

保护 制度建设 包括构建传统领域和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体系，建立健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知识

产权保护规则，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立、改、释等 

司法保护 包括提高审判能力和效率，加强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监

督和指导，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等 



行政保护 包括规范执法行为，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专项行动，

提升执法监管水平，加强海关执法等 

协同保护 包括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健全社会信用监管

体系，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和仲裁，促进司法和行政保

护的衔接等 

服务 公共服务 包括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完

善和扩大服务网络，完善公共服务平台等 

信息服务 包括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共享，加强数据资源建设，

提高信息咨询服务水平，建立信息加工和服务机制等 

规范服务业 包括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分级分类评价，构建知识产

权服务业监管体系，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发展等 

国际交流合作 包括完善国际规则与标准，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

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治理，加强海外知识产

权服务等 

 

1.1.2 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组合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知识产权政策对创新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诸多实证研究也从不同路径证明了知识产权制度能够

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吴颖等[21]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得出知识产权战略从驱

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和改善创新环境三个方面提升创新行为主体的竞争力；

韦景竹等[22]通过文本分析挖掘得出知识产权驱动创新发展的机理体现在通过知

识产权保护、管理、运用来促进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进而促进创新体系的形成

等等。仅从单一的知识产权保护视角来看，部分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会导致企

业创新成本增加和行业垄断，不利于技术扩散和创新能力提高[23]；亦有学者认为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获取自主创新能力[24]，而且中国的保护强度不足以达

到“伤害创新”[25]；还有部分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

存在非线性或者倒“U”型的关系[26]，在一定区间内、与其他制度因素合理配合可

以促进创新[27][28]。综合以上观点，虽然知识产权政策促进了国家创新能力的提

高，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等单一政策很难发挥作用，创新效能的提升是通过知识产

权政策工具组合产生正向作用的。 

此外，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过程中，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

升作用是基于创新环境以及创新结构的变化而演进的。伴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事业

的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也进入快车道，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比翼齐飞、相映成

辉。知识产权战略化初期，我国以夯实知识产权基础、提高知识产权治理能力为

主，侧重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较多使用“法规管制”等管理型政策工具[20]。在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后，知识产权政策也相应开始注重知识产权成果转化，



从单一的保护职能转向专利运用与产业经济的深度融合[29]。2015 年以来，针对

我国知识产权多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知识产权政策向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创

造倾斜，作用领域不断扩大，政策工具使用逐渐变得均衡，从过度依靠强大的保

护职能向多方面职能综合使用发展[30]。随后，国际竞争环境发展激烈变化，为适

应知识产权大国地位与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的新态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愈加严格，更加重视其创造运用，注重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进而提高知识产权

的产出率和转化率[2]。因此，本研究将从 2009 年以来我国国家创新能力演变的

时间维度上全面考察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组合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1.1.3 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多重并发效应 

知识产权政策是一个相对完整、较为独立的政策体系，体系中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和服务各类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在不同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创造型知识

产权政策工具促进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创造，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运用型政

策工具推动知识产权成果的有效运用，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管理型政策工具提

升知识产权管理的水平，保证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行，推动智力成果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保护型政策工具加强知识产权的全链条保护，营造积极的

创新氛围；服务型政策工具发挥知识产权的引导服务作用，促进创新成果的快速

形成与快速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知识产权政策系统具有多要素协同、联动的复

杂机理。张良强等[31]认为应根据各地区知识产权发展现状多元化使用政策工具，

增加金融与税收工具的运用，并辅之以必要的政策法规约束，优化政策体系；向

超等[32]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促使创新氛围长期良好，但需结合税收优惠、金融

支持等运用型政策对科技创新进行引导才能发挥效应；周莹等[33]提出知识产权

创造和运用是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涉及创造和运用的整个过程，知识产权

管理又始终存在于创造、运用、保护和服务的过程之中，这五个子系统存在着上

下游的互动关系，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综上，单一的知识产权政策工具不能

孤立地提高整个创新绩效，需要相互配合形成政策组合才能发挥作用。知识产权

政策工具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呈现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不同前因条件以复杂的

方式相互作用。因此，利用组态分析方法在解决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方面的优势[34]，

可以探究何种知识产权政策组合和国家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1.2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揭示知识产权政策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从以上理论分析可

知，知识产权政策对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是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实现的，并且各

类政策工具之间相互协同，形成多重并发效应，构成多重因果关系。因此，本研

究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知识产权政策如何表达，即应用什么变量描述各



类知识产权政策；二是如何实证分析国家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组合之间

的关系。 

针对第一个问题，采用政策工具来描述各类知识产权政策。知识产权政策涵

盖了知识产权的各个方面，涉及了许多不同的管理部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政策

系统。政策工具是政府用于达成一定政策目标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是政策系统中

的有效控制变量[13]。合理运用政策工具可以增加政策制订的科学性，改善政策执

行过程和效果，优化配置公共政策资源。对政策工具进行研究可以有效识别知识

产权政策重心，展示政策工具选择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本研究将知识产权政

策划分为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五个类型，并且提取对应的政策工具作

用条件变量。 

针对第二个问题，考虑从历史进程测度知识产权政策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

机制，需要以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来的 2009 年到 2022 年的 14 年为样本数

据，样本数量比较少，并且本研究不仅仅需要验证单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还需要得出交互关系。基于以上考虑，根据已有研究经验[8]，采用定性比价分析

方法（QCA）方法。该方法是 1987 年美国学者 Ragin 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论提

出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整合了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优点，便于处理小样本数据，

挖掘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复杂的多元、非线性的因果关系[35]，可以帮助本研

究识别有效的知识产权政策工具，探究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多元路径。 

综上所述，基于既有研究，按照知识产权功能划分将知识产权政策工具体系

划分为创造型、运用型、保护型、管理型和服务型，采用政策工具分析法将 2009—

2022 年我国知识产权战略文件中的政策工具进行编码、标引和分析，得到有关

知识产权政策工具时间和类型两个维度的配置情况，然后采用 QCA 分析方法分

析政策工具组合影响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多元路径，最后归纳演绎出知识产权政

策工具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各类组态。 

1.3 变量测量 

（1）结果变量 

借鉴以往研究，《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是公认较为全面且最具代表性的国家

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其中的 GII 指数常作为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36]。因

此，从 2009—2022 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选取 GII 排名作为结果变

量，若我国的 GII 排名较前一年有所上升，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考虑到

政策实施效应具有时滞性，且《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大多在年中发布，所以用后

一年的 GII 排名来评估当年的知识产权政策效果。 



 

图 1  2009—2022 年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 GII 排名 

Figure 1 GII rankings for the US, Germany, Japan and China, 2009—2022 

 

（2）条件变量 

本文根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按照知识产权政策的

功能将政策文本进行划分，提取政策工具，得到创造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运用

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管理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保护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和服

务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五个影响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条件变量，设定每一年该维

度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数量作为相应的条件变量值。因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始于 2008 年，所以条件变量为 2009—2022 年间的各类政策工具数量，共 14 个

样本，符合中小样本（10-50 个案例）研究中的条件变量要求[37]。 

2 实证分析与结果 

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选取的知识产权政策文本数据来源于 2009—2022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制定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以下

简称《推进计划》），具体如表 2 所示（其中 2016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政策

文号在发布时没有标注；2021 年未发布《推进计划》，使用《推动知识产权高质

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2021）》代替）。由于每一年的《推进计划》都根据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重点任务和目标提出详细的工作措施，设定每一条工作措施为

一个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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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知识产权政策样本 

Table 2 Samp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ies  

序号 政策名称 政策文号 

1 2009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国知发协字﹝2009﹞65 号 

2 2010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国知发协字〔2010〕23 号 

3 2011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国知发协字〔2011〕35 号 

4 2012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国知发协字〔2012〕43 号 

5 2013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国知发协字〔2013〕18 号 

6 2014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国知发协字〔2014〕24 号 

7 2015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国知发管字〔2015〕1 号 

8 2016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推进计划 

—— 

9 2017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推进计划 

国知战联办〔2017〕12 号 

10 2018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推进计划 

—— 

11 2019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推进计划 

—— 

12 2020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

产权强国推进计划 

国知战联办〔2020〕5 号 

13 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2021） 国知发运字〔2021〕3 号 

14 （2021—2022 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和“十四

五”规划实施年度推进计划 

国知战联办〔2021〕16 号 

 

在 14 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年度《推进计划》中，共有政策工具 1589 条，逐

条对政策工具类进行标引，标引内容包括政策工具类型、政策工具名称，例如“推

进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立法进程”标注为“保护型（政策工具类型）

+2009（政策工具运用时间）”。接下来，统计每年各维度下政策工具的使用数量，

并按照知识产权政策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得到图 2 所示的政策工具分布图。我国

每年的知识产权政策使用都较为全面，兼顾了创造型、运用型、管理型、保护型

和服务型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但是每一年各类型政策工具的分布会随着政策环

境、政策目标等的变化而不同，整体布局上并不均衡。按照数量统计，保护型政

策工具和管理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多，占比 30.06%和 27.46%，服务型政策工具和



运用型政策工具次之，占比 17.96%和 14.73%，运用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少，只有

不到 10%。 

 

图 2  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Tools 

 

考虑到各年度各类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数量并不统一，所以按照二分归属

原则进行赋值，若某一政策工具数量大于该政策工具总样本的中位数，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例如，2009 年保护型政策工具的数量为 76，大于该政策工

具在 2009—2022 年间分布数列的中位数 32，则保护型政策工具在 2009 年赋值

为 1。结合变量赋值情况构建 2009—2020 年知识产权政策工具与 GII 排名情况

的真值表，最后用 0 值用于处理矛盾组态，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真值表 

Table 3 Truth Table 

年份 创造 运用 管理 保护 服务 GII 排名 

2009 1 1 1 1 1 0 

2010 1 1 1 1 1 0 

2011 1 0 1 1 1 0 

2012 1 1 0 0 0 0 

2013 0 0 0 0 0 0 

2014 0 0 0 0 0 0 

2015 0 1 0 0 0 1 

2016 0 0 1 0 1 1 

2017 1 1 0 1 0 1 

19 16 18 16 10 7 7 9 11 12 16 11 10 7

32 24 15 19 13 13 19 16 20 16 14 17 18 15

73 76 56 18 24 19 16 27 21 24 27 26 32 27

76 63 52 21 25 26 24 24 32 37 28 35 21 48

40 43 35 16 12 14 14 23 19 20 21 11 20 18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创造                                                                                 

运用                                                                                

保护                                                                                 

服务                                                                                 

9.92%                                                                                 

14.73%                                                                                 

27.35%                                                                                

30.04%                                                                                 

17.96%                                                                                 

管理                                                                                



2018 1 0 0 1 1 1 

2019 1 0 1 1 1 0 

2020 1 1 1 1 0 1 

2021 0 1 1 0 1 1 

 

2.2 分析结果与讨论 

应用 fsQCA3.0 进行必要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单一政策作用下，各变量一致

性的值均小于 0.9，不足以构成影响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需要进一步

分析这些条件变量的搭配组合及其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组态充分性分析旨在检验

结果由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所引发的充分性，可接受的最低标准有所差异。

Schneide[38]和 Ragin[39]等建议小样本的案例频数为 1，一致性阈值应大于或等于

0.75。本文将案例频数设置为 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默认值 0.8，计算国家创新效

能提升的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三重解。根据简约解和中间解来识别核心条件

和边缘条件[40]，绘制国家创新效能提升的组态解，如表 4 所示。 

表 4  知识产权政策工具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组态分析 

Table 4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Tools to Enhance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条件变量 
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组态解 

I II III IV 

创造 ● ⨂ ⨂ ● 

运用 ○  ● ● 

管理 ⨂ ● ○  

保护 ● ⨂ ○ ● 

服务 ⨂ ● ○ ⨂ 

一致性 1 1 1 1 

原始覆盖度 0.1667 0.3333 0.1667 0.3333 

唯一覆盖度 0.1667 0.3333 0.1667 0.3333 

总体解的一致性 1 

总体解的覆盖度 1 

代表年份 2018 2016/2021 2015 2017/2020 

结果●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作为核心条件不存在，●表示作为辅助条件存在，○表示作



为辅助条件不存在，空格表示模糊条件。 

 

由上表可知，影响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组合有 4 种组态。

总体解与各组态的一致性都为 1，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 0.8，解释力好。根

据各组态的特征可以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模式归为以下 4 种类型： 

组态 I：创新激励型 

在组态 I 中，保护型政策和创造型政策分别为核心和辅助因果条件存在，代

表性年份为 2018 年，此时主要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鼓

励知识产权创造来激励我国的创新发展。2018 年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十

年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

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各地方就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作

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例如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明确建立侵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改革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统一管理，修订《专利代理

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制定《“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建

立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机制等。为促进高质量专利产生，我国

优化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审查流程，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和专利质量提升工程。鉴于

劣质专利大量增加，注重培育高质量专利，限制不合理的专利申请，着力强化知

识产权的量增质提，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平和拥有量，有效促进国家创新发展。

2015 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0.2 万件，同比增长 18.1%；PCT 国际

专利申请受理量 5.5 万件，同比增长 9.0%。该组态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

作用，有效使用创造型政策激励创新产出，通过创新环境的营造和创新成果的产

出提升我国的整体创新能力。 

组态 II：政府主导型 

在组态 II 中，管理型政策、服务型政策作为核心因果条件存在，而创造型政

策和保护型政策作为核心条件缺失，代表年份为 2016 年和 2021 年。该组态主要

以深化知识产权的管理机制体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为主，由政府主导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例如，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为

知识产权的管理和服务提出了新的任务，所以随后的 2016 年政府作了很多方向

性的调整，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加强 2016 年度知识产权市场管理与

服务工作的通知》重点加强市场监管、服务及促进工作；通过《关于开展知识产

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等等，这些举措保证

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行，推动了智力成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夯

实了知识产权支撑国家创新效能的发展基础。《2016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

价报告》显示，知识产权环境发展指数从 2010 年的 100 分提升至 2016 年的 216.9

分，且 2016 年较 2015 年指数涨幅较大。2021 年，印发了《关于规范申请专利



行为的办法》，加强非正常专利申请的限制与管理；继续推动知识产权信息开放

共享，加强数据资源建设，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专项行动，服务中小企业 30

余万次。当年我国的 GII 排名再次超过日本，这得益于政府主导下知识产权管理

机制和服务体系的不断优化。 

组态 III：运用促进型 

在组态 III 中，运用型政策作为唯一的核心因果条件存在。此时主要是通过

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促进科技创新，代表年份为 2015 年。2015 年 3 月，我国发

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随后修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技成果转化引起广泛重视。为

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发挥专利制度对产业创新资源的配置作用，知识产权政策

及时响应。一是大力培育专利密集型产业，加强产业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衔接，

利用知识产权促进产业发展。二是积极推动专利导航工作，针对重大科技经济活

动、产业发展战略、研发方向选择等开展专利信息分析，发挥专利信息分析对产

业运行决策的引导作用。三是大力发展知识产权的转化运营，在北京建设全国知

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在西安、珠海建设两大特色试点平台，通过股权投资

重点扶持 20 家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权益分配机

制，推动知识产权交易。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完善知识产权

的资产评估、质押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体系，鼓励知识产权资本化。该组态显

示出知识产权运用型政策工具与科技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联系紧密，即

使作为单一核心条件也能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等发挥极为

重要的作用。 

组态 IV：协同保护型 

在组态 IV 中， 保护型政策作为核心因果条件存在，创造型政策和运用型政

策作为辅助条件存在，代表年份为 2017 年和 2020 年。此时，知识产权政策以加

强全链条保护作为基本保障，促进高质量知识产权的运用，为知识产权运用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颁布，对知识产权领域

的法律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通过，《专利法》等法律修订

取得实质性进展，与之相呼应，《促进科技成果法》的配套政策在各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运用型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例如完善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机制，上线试运营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研究制

定知识产权跨国许可与转让指南等。2020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严保护、大

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要求，制修订了《民法典》、《刑法》、《专利法》、《著作

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开展系列专项行动重拳出击遏制侵权行为，

开始在全国各地布局“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此同时，重点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市

场化运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融资作用，加快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完善知识产权



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当年全国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已达到 37 个，

批复支持建设的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中心）达到 16 家，全国专利转让、许可、

质押等运营次数达到 40.5 万次。该组态表明，当知识产权保护型政策工具与创

造型、运用型政策工具协同运用时，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使我国创新能力得到

有效地提升。 

上述四类组态中，知识产权保护型政策工具和创造型政策工具经常作为核心

条件和辅助条件同时出现，表明驱动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并施以严格的保护是重

要的国家创新推动力。从图 2 中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工具分布来看，保护型政策工

具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创造型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的使用较少，整体不到 10%，与

此同时较多地应用了管理型政策工具，超过总体的四分之一。然而，在其中的两

种组态中，管理政策作为核心条件缺失、运用政策作为辅助条件缺失与管理型政

策工具模糊、运用型政策工具作为辅助条件存在之间具有等效替代关系，说明管

理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不当可能会抑制运用型政策工具的作用。从单个政策条件来

看，管理型政策也仅在一种组态中起到了正向作用。这表明我国需要提高知识产

权管理型政策工具的效度，探究管理模式以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优

化政策工具使用体系。 

2.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得到的组态解稳定有效，需要对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将 fsQCA3.0 充分性分析中的一致性阈值从 0.8 提升为 0.85 后重新进行标准程序

分析，发现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路径组合与未改变一致性阈值前具有相同的中间

解和简单解，且结果的总体一致率和总体覆盖率均保持不变。因此，研究结论具

有稳健性。 

3 结论 

本文选取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以来发布的年度《推进计划》作

为政策样本，从 2009—2022 年的 14 份政策文本得到 1589 条政策工具，依据《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按照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

服务划分知识产权政策工具，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衡量我

国的创新能力，利用 QCA 方法对各类知识产权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我国创新能力

的机制开展实证研究，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 

（1）整体上我国更倾向于使用强制性的管理型或保护型政策工具为知识产

权提供保障，而在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领域应用较少。  

（2）知识产权创造型、运用型、保护型、管理型和服务型 5 种政策工具在

提升我国创新能力时存在多重并发效应，具体模式有创新激励型、政府主导型、



运用促进型和协同保护型，分别对应了我国不同年份的知识产权发展状况。其中，

驱动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并施以严格的政策保护是主要的国家创新推动力。 

（3）我国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时存在着管理型政策工具的失灵，且管理政

策的使用不当可能会抑制运用型政策工具发挥作用，需要提高管理型政策工具的

效度，探究管理模式以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完善政策工具使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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